
研究视角等方面有着众多相似和相异之处，然而其主要区别

在于：行为金融学对问题的研究体现为以人为中心的生命范

式，而传统金融学则表现为机械的力学范式。这就决定了对于

融资问题的研究，传统金融理论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均衡分析，

是无套利分析，研究的目标侧重于找出这一均衡状态下的均

衡点，在该点上，负债权益比达到最优；行为金融理论的分析

由于是基于有限套利及人们的信念和偏好法则，因此其研究

的目标体现为明确这一均衡状态的存在性。而哪种理论更合

适，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质是过程变量还是结果变

量。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直接对象为融资决策行为，

间接对象为金融市场。考虑到对企业本身的影响，如果采用股

权融资，则是对原有股东股权的稀释；如果采用负债融资，则

是对原有债权人债权的稀释。由于债权人不具备对企业的发

言权，因此保证债权不被稀释的做法就是对股东进行监督。监

督的手段除了健全法制以外，债权人能够做的就是通过协议

规定负债权益比率。然而，如果负债权益比率过高，就会加大

企业的流动性成本和再融资成本，会影响到企业的进一步发

展。为避免或减轻这一问题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企业可以采取

股票准备的方式来抵御风险。从而，企业的融资结构就会受制

于市场的变化，进而表现为企业市场相机抉择行为的历史积

累。一方面，如果融资结构表现为企业市场相机抉择行为的历

史积累，对历史数据回归就可以得出企业融资的决策轨迹，并

且这一轨迹是市场变化的侧面反映。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不存

在最佳融资结构，则经理人无需为融资决策苦恼，市场会做出

指示，而前提是市场是有效的。但市场是无效的，这就意味着

企业在融资时，经理人必须有所作为，以实现即时的决策最

优，如盯住债券市场和权益市场的当前情况，适时调整融资决

策（Baker和Wurgler，2002）。这样看来，企业最佳融资结构问

题就变成了如何确定和描绘市场轨迹的问题。然而，由于目前

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投资者的行为，因此其思想在

融资领域的应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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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炎是我国唐代一位著名的理财家，唐大历十四年，德宗

即位，任用其为光禄大夫，参与国政。当时承安史之乱后，经济

凋敝，藩镇叛乱时有发生，政府穷于军费支应，国家赋制受军

费的影响，也积弊丛生。杨炎针对时弊，在财政上创行了两件

事：其一，他将国家收入由过去的皇家私藏改归政府管理，并

使皇室经费与政府财政分开；其二，创行两税法，树立了中唐

以来我国田赋制度的里程碑。这两件事都对国家财政的整顿

大有裨益，同时也为后世所称颂。

一、两税法的内容及时代背景

唐初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以均田制的确立为基础的，而均

田制法则旨在使人民尽其劳动力和地力，发挥农业社会的最

大生产力，因而分配土地给丁男（年18岁以上至60岁的男性）

较多；唐初的租庸调赋税制度以均田制为前提，它不是按亩课

税，而只对分配到桑田（永业）、谷田（口分）合计有百亩的丁男

征收，换句话说，只有丁男才纳税。唐初的租庸调实际都是由

丁男来负担的税。把握住这个关键，便可以知道中唐以后改行

两税法的原因。

唐初均田之法，对于耕作者的田地是禁止买卖的，据《唐

律疏议》所载：卖口分田者一亩罚处笞十，耕地还于本主，财物

则被没收，但买者则不适用此律。对于土地富足够分配的乡开

垦定额以上的占田没有什么限制。于是王侯官吏便可以凭借

权势和强大的经济力量实行土地兼并了。王侯官吏本来就分

得了相当多的永业田和职分田，官厅有公廨田，官吏又有赐

田；奴婢按常人折半受田，则奴主受田较没有奴婢的人多些，

并且皇帝对贵族赐田没有限制。于是，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

土地兼并遂大行其道。政府虽屡下诏书禁止豪强兼并，仍无济

于事。土地集中使众多独立小农成为了兼并下的牺牲者，而在

国家赋籍册上，他们的名字依然存在。由于他们无力负担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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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杨炎创行的两税法的内容、两税法实施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对其“量出制入”思想的理论

价值进行了分析评价，并对其将皇室经费与政府财政分开管理的锐意改革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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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遂多变成逃户。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乱，从此藩镇祸起，

干戈满地。政府为支付庞大的军费，对于人民赋役的课征愈加

紧急。因此，富户多丁，大都为官为僧以避赋役，贫民独受征

收，流亡者十之六七。均田制的破坏使独立农民流亡日多，而

战争更加剧了天下户籍紊乱。这样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积

弊丛生，两税法代之而兴，也就变为匡世济弊的措施了。

想理解两税法的内容，有三件公文必不可少。第一件是杨

炎的奏疏，第二件是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第三件是建中元

年二月的“起请条”。杨炎的奏疏只是一种建议，正月的“制”是

一种笼统的制诏，二月的“起请条”才是由中央规定、地方遵照

执行的税务条例。笔者试列示这三项公文如下：

杨炎奏疏提出税制改革的构想：“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

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

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

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俗有不便

者三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

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

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

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度支总统之。”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制”对杨炎的上疏做出批复：“自艰难

以来，征赋名目繁杂，委黜陟使与诸道观察使、刺史，作年支两

税征纳。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两税外辄别率一钱，四

等官准擅兴赋，以枉法论。其军府支计等数，准大历十四年八

月七日来处分。”

建中元年二月起请条制定具体税收政策和实施办法：“请

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士客，定等第

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孤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

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长存丁额，准式申报。其应科斛斗，请

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

月纳毕。其黜陟使每道定税讫，具当州府应税都数及征纳期

限，并支留合送等钱物斛斗分析闻奏，并报度支、金部、仓部、

比部，其月大赦天下，遣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

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敛者以枉法论。”

从上述文件来看，与以前税制比较两税法不仅改变了征

税时间，也改变了税赋负担。两税法以前的赋税，除了租庸调

外，还有地税和户税，以及安史之乱起而创设的青苗钱、地税

和租同纳，户税征纳时间不甚明了。安史之乱后，地税和户税

分为夏秋两次征课，青苗钱随夏税缴纳。各种税的征收，可以

说是从六月到十月，始终不停。现在两税法改为夏秋两季征

收，缴税时间的集中统一，对于纳税者给予很大的便利。

两税法创行时，一般守旧人物认为，租庸调制是四百余年

来的国家旧制，不可轻改，并极力阻挠，德宗独信之不疑，诏令

全国通行。采行的结果是：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

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史不戒，而奸无所取。自是

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我国征赋向为实物，大历以来，商业发达，两税法因之兼

收货币与米。我国赋税折算为货币征收实以杨炎的两税法为

开端。但定税时，物重钱轻，后来因为物价下跌，钱价上涨，人

民卖物以得钱，或以官估折纳物品时，负担加重。因此，元和四

年和六年，曾两下折纳现物之令。例如税率的增加，赋税的摊

配，地税的均整等，都在创制以后实行过，由此可见两税法实

行过程中是在不断改进的。

二、两税法的优点

在中国田赋史上，两税法堪称为一次救时济敝的划时代

改制，也是田赋制度的主要形式。研究我国田赋制度，不能忽

略两税法，两税法在创行之初曾遇到阻挠，后来也有学者持反

对意见，然而，两税法是适应客观经济形势的。两税法的创行，

表明我国土地税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以财政学原理对两税

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的优点有：淤税制简单，租庸调杂役

合并为一，纳税时限简单明确，符合财政学上的便民原则；于

以资产为纳税依据，资产少者少纳税，资产多者多纳税，符合

税负公平原则；盂行者与居者，即商人与农民，同负租税，符合

税负普遍原则；榆两税法兼征米粟与金钱，开创了我国田赋史

上以货币纳税的先河，由实物经济到货币经济实为一大进步；

虞两税法量出制入，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民，符合现

代财政学上量出制入的原理。

三、杨炎创行两税法以外的成就

杨炎在理财上的成就，除了创行两税法外，还有两点值得

称道：其一，他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开；其二，他在我国财

政史上第一个提出“量出制入”原则，开我国预算制度之先河。

杨炎拜相后，向德宗恳请：“夫赋税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

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

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

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

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

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

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察焉。”德宗准炎所请，皇室经费与

国家政费遂重新分开，在君主政体下，杨炎能够说动皇帝改变

主意充分展示了其勇气和智慧。不但博得当时人的称赞，而且

为后世树立了好的先例。

中国古代财政制度，一向遵循量入为出原则，所以在清代

以前，我国始终没有产生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本质上是量出为

入的。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

量出以制入”。这里所谓“先度其数”，即是首先确定国家每年

各项支出的数额，然后根据这个数额向人民征收。这样，收支

都预先有一定的数额规定，然后按计划进行收支，从而有效防

止浮收滥支现象的发生，所谓“量出以制入”，这样做无疑有助

于保持收支平衡。虽然他这里提出的“量出制入”只是根据“旧

征额数”来确定要征收的税额，做法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

度那样完善，但生在八世纪的杨炎开世界各国预算制度的先

河实在难能可贵。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野中国政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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